
 

作物营养从有机肥到化肥的变化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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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十世纪前，农业生产主要靠施用有机肥为作物提供营养，维持地力不衰，这一时期一般称为“有机营

养”阶段。之后，化肥逐渐取代有机肥，成为作物养分的主要来源，农业生产进入以化肥养分供应为主的“无

机营养”阶段。化肥的连续大量施用在作物增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以致近年来出现了

怀疑或否定农业生产中施用化肥的思潮。为此，本文回顾了植物营养学科的发展历程和我国化肥使用的历史，

指出仅靠施用有机肥、种植豆科作物等传统的营养作物的方式难以满足农业生产对养分的需求，化肥与有机肥

配合施用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目前生产中，化肥施用存在不合理和过量问题，有机肥施用方面，主要

是集约化养殖业与种植业的不合理布局，存在种养分离，难以农业利用等养分管理问题。同时解决这两个问

题，除采取已有的合理施肥技术及方法外，还应改变从植物营养角度只重视氮磷钾等无机养分的供应，拓宽为

重视碳、氮、磷及钾等不同元素间的时空平衡关系；以农业生态系统养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采取不同

方式实现有机–无机营养的结合，应避免陷入有机与无机营养的争论；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角度看待养分利用与

管理问题，关注养分在田块、流域及区域尺度的流向及对土壤、水体及大气的影响；将科技与政策等有效结

合，提高养分利用效率，减少养分损失，保障我国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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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had been relied on the nutrients from the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Organic nutrients had played pivotal role in keeping low but stable crop yields and soil fertility. This period
is refined as organic nutrition period. The foundation of mineral nutrition theory in the 19th century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chemical nutrients replaced organic ones quickly and
became the main nutrient sources for crops. This period is considered as inorganic nutrition period.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rop yields, at the same time, over-application of them
results in a series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Negating or doubting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could be heard here and there. Therefore, the history and roles of plant nutrition are recalled and the
practices of integrated use of organic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It is pointed out that only
using the traditional ways could not meet the needs of agriculture. The nutrient supply should be transferred from
purely considering mineral nutrients (N, P, K, etc.) to comprehensively nutrients from chemical and organic
sources. Nutrient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concordant relation among plant-soil-
microbial.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on nutrient flows in the different scales, including field, catchment, and
reg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quality of soil, water, and air are also needed to evaluate. Combining 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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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with policy tools is also key to increase nutrient use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ir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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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化肥用量显著增加，在提

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品质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与此同时，我国也消费了世界约三分之一的化

肥[1]。长期大量施用化肥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

近年来出现了怀疑或否定农业生产中施用化肥的思

潮。为此，有必要回顾植物营养学科的发展历史，

反思出现问题的根源，找出保证我国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养分资源利用的科学途径。

1    植物营养发展历史回顾

1.1    有机肥的施用历史

人类从事农业生产并知道施用肥料，最早可以

追溯到尼罗河及两河流域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时

期，人们靠富含养分的河流冲积物补充地力。主动

使用有机肥为作物供应养分最早的记录，始于古希

腊时期 [2]，之后，这一营养作物的方式持续了数千

年，被称之为“有机营养”阶段。

我国是世界上施用有机肥较早的国家之一。具

体何时开始施用有机肥，已难以考证，大约始于春

秋时代，到战国时期，肥料已经很受重视[3]。在长期

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我国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施

用有机肥的经验与知识，提出的地力常新论等对今

天的农业生产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中华文明一

脉相承，由于长期施用有机肥未出现地力衰竭[5]。我

国传统农业施用有机肥维持作物产量、培肥地力的

做法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上个世纪初美国农学

家金氏 (King) 来中国、日本和朝鲜考察农业后写的

《四千年农夫》一本书，极力赞扬这一传统的培肥

地力的方式[6]。

长期施用有机肥虽然培肥了地力，但作物产量

水平低。先秦时北方地区麦类产量为 824 kg/hm2，明

清时为 1465 kg/hm2，近两千年间作物单产仅增加了

77.9%，相当于每经历一个世纪，麦类单产仅增加几

十公斤[7]，凸显了有机农业的局限性。近代化学理论

的飞速发展，为文艺复兴后期探索植物营养的机理

提供了理论基础，欧洲学者先后创立了不同学说或

理论解释植物营养的机理[8]。

1.2    植物矿质营养理论的提出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腐殖质营养学说占

据植物营养理论的主导地位，这一理论认为，腐殖

质是土壤中唯一的植物营养物质，而矿物质仅起间

接作用，即加速腐殖质的转化与溶解，使其变成易

被植物吸收的物质 [9]。腐殖质营养理论由瑞典学者

Wallerius (1709～1785) 最先提出，德国学者泰伊尔

(Thaer，1752～1828) 为这一理论坚定的支持者[10]。

随后植物矿质营养理论的提出，否定了腐殖质

营养理论，标志着植物营养学科的创立。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认为，德国学者李比希 (Justus von Liebig)
(1803～1873) 是植物矿质营养理论的创立人，他在

1840 年出版的《化学在农业及生理学上的应用》一

书，否定了腐殖质营养理论，提出了植物矿质营养

理论[9]。实际上早在 1826，李比希的同胞斯普林格尔

(Carl Sprengel)(1787～1859) 就提出，土壤中的可溶

性盐是植物必需的营养物质，腐殖质的作用主要是

培肥地力[10]。1828 年，他提到：“当植物生长需要

12 种营养物质，缺乏其中的任何一种养分，植物将

不能生长；其中的任何一种养分供应不足，将会影

响植物的正常生长”，这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最

小养分律”，较李比希也早了 10多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斯普

林格尔在植物营养理论创立过程中的贡献，1950 年

Wendt 通过较为详实的资料证明了斯普林格尔对植

物矿质营养理论及最小养分律的贡献[11]。因此，自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德国一些学者呼吁，应肯定斯

普林格尔对植物营养理论建立做出的贡献，德国

“农业试验与研究协会”最早付诸行动，设立的一

个奖项就以斯普林格尔与李比希的名字共同命名

(Sprengel-Liebig Medal)。遗憾的是，不少文献至今

仍将植物矿质营养理论的创立归功于李比希一个人

的贡献，而忽视了斯普林格尔的作用[11]。

为何后人将植物矿质营养理论的创立归为李比

希，而忽视了斯普林格尔的工作？一些学者认为[9, 11]，

相对于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斯普林格尔的理论当

时过于超前，而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及生理学上的

应用》一书出版时，欧美农业生产中土壤肥力退化

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斯普林格尔提出这一理

论时，矿质肥料的资源有限，难以大规模进行肥料

试验。还有，李比希当时是国际知名的化学家，但

对农业化学知识的了解有限，书中存在一些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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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错误的提法或观点，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9]。回顾

这段历史，并不是否定李比希对植物营养学发展的

贡献，只是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知道斯普林格尔对

植物营养理论创立的贡献，以尊重历史。

植物矿质营养理论的提出，是植物生理学及现

代农业创立的标志之一，显著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

展。1842 年，英国的劳伦斯 (John B. Lawes) 获得了

用硫酸处理磷矿石加工磷肥 (普通过磷酸钙) 方法的

专利，1843 年开始生产这种肥料，从此拉开了化学

肥料工业的序幕[12]。

2    化学肥料的施用及带来的问题

虽然早在 1830 年左右，一些国家或地区开始施

用以硝酸盐矿物为代表的无机肥料 (智利硝石)，但

关于世界上化肥的生产与施用，一般以 1843 年英国

劳伦斯生产的过磷酸钙算起[7, 12]。同一年劳伦斯在自

己位于伦敦北部约 40 公里的庄园进行了有机肥及化

肥施用的田间试验，旨在比较施用化肥与有机肥的

效果，发现施用化肥可以达到与有机肥相同的产量，

这一试验目前还在进行，这就是著名的洛桑试验站。

1861 年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生产氯化钾的

工厂；1903 年发明了采用电弧法生产硝酸，生产出

了硝酸钙肥料[12]。而化肥生产与施用真正改变世界农

业面貌的当属 1909 年德国化学家 Harber 发明的合成

氨工艺，1913 年巴斯夫公司的 Bosch 实现了这一工

艺的工业化生产过程，当年合成氨产量就达 800 吨。

当初合成氨工艺主要用于炸药的生产，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合成氨的工厂开始转向氮肥的生产[13]。

因此，二十世纪中期后发达国家化肥施用量不断增

加，显著地提高了作物产量。化肥施用是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世界绿色革命的重要物质保障之一。

化学肥料的施用虽仅有 170 多年的历史，但其

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诺贝尔

奖获得者著名作物育种学家 Borlaug等 (1994) 在第十

五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曾提到“二十世纪全世界所

增加的作物产量中的一半是来自化肥的施用”[14]。若

立即停止施用化肥，全球农作物将会减产 40%～50%。

美国及英格兰农产品约有一半是由于化肥的贡献，

热带地区化肥的贡献更大[15]。化肥也是我国农业取得

举世公认成就的主要贡献者[1]。合成氨养活了世界上

近一半的人口[16]，因此，该工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人

类最重要的发明[17]。

化肥的大量生产与施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

源，由于被作物利用的养分仅占施用肥料养分比例

的一小部分，相当比例的养分进入了环境。以氮肥

为例，仅有约 17% 的氮肥养分通过农产品 (包括粮

食、奶制品及肉类) 被人们最终消费，大部分残留在

土壤中，或进入水体及大气[18]，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

的危机，如水体富营养化、温室效应及臭氧层破

坏、生物多样性降低等[1, 14, 19]。

我国化肥的施用从氮肥开始，之后是磷肥及钾

肥。我国 1949 年前，农业生产中投入的养分一直以

有机肥为主，之后化肥用量逐渐增加，有机肥提供

的养分比例则逐渐降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化肥

供应的养分超过了有机肥，进入本世纪后，化肥养分

的供应比例超过 70%[20]，不少地区农田完全依靠化

肥养分，我国农业生产进入以化肥养分供应为主的

“无机营养”阶段。目前，我国化肥总施用量和单位

面积施用量已经处于世界高水平，其中蔬菜、果树

施肥量更高[21]。过量施用化肥带来了诸多问题，包括

土壤养分失衡，土壤酸化、盐渍化，环境污染等[22–23]。

从全球尺度看，大量施用化肥显著改变了全球

养分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到上个世纪七十年

代，全球合成氨工艺生产的氮素已超过自然生态系

统下生物固氮的数量，成为氮气转化为活性氧的主

要来源 [24]。2010 年，全球合成氨固定的氮素（N）

达 120 Tg，为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自然固氮量的两倍

之多[18]。全球活性氮的增加，不仅影响了陆地生态系

统，而且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如进入大气的活性氮

沉降进入海洋后会导致海水酸化。有专家用氮素阶

梯流动 (nitrogen cascade) 来描述人类活动对全球氮素

循环影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25]。目前，全球通过施

用磷肥及畜禽粪便等方式进入生物圈的磷素也显著

改变了全球磷素循环，磷素进入水体引起了严重的

富营养化问题[26–27]。因此，施用化肥以及人类其他生

产及生活活动对全球养分循环影响带来的问题无容

置疑。

3    有机农业的兴起及存在的问题

大量施用化肥带来的问题使得农业生产中产生

了限制甚至停止施用化肥的呼声及做法，其中以有

机农业 (organic farming) 的做法最具代表性。虽然各

个国家及地区对有机农业的定义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从养分投入看，都强调不施用化学合成的养分，

可以施用一些天然的矿物类肥料，主要依靠轮作、

秸秆还田、施用有机肥、种植豆科作物及绿肥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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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农田提供养分[28]。现代有机农业的概念于上个世

纪四十年代起源于英国，从 1946 年起英国土壤学会

就开始了有机农业生产的认证工作[28]，当时主要关注

的是化肥施用对土壤性质的不良影响。到上个世纪六

七十年代，随着人们对化肥及农药大量施用带来生

态环境问题的担忧，有机农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国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有

机农业的研究与实践，近年来的发展也较为迅速[29]。

自有机农业理论提出后，其与施用化肥的常规

农业间孰优孰劣的争论就未曾中断过。争论主要集

中在两种生产方式对作物产量、环境的影响等方

面。有研究表明，有机农业可以达到与常规农业相

同的产量水平。但多数研究发现，有机农业条件下

作物产量较常规农业低，降低的幅度与作物类型有

关，农作物一般减产 20%～40%，蔬菜及果树减产

20%～50% [ 3 0 ]。在瑞士进行的 21 年的试验结果表

明，有机农业处理的作物产量较常规农业平均低

20%[31]。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9 年的定位试验发

现，与常规农业相比，有机农业栽培下玉米、小麦

产量显著降低，而番茄产量二者无差异 [32]。Seufert
等[33]采用整合分析的方法比较了全球不同地区有机及

常规农业两种系统下作物产量的差异发现，有机农

业平均比常规农业作物产量降低 25%，产量降低的

幅度随作物种类、地点等存在较大的变化，减产幅

度在 5%～34% 之间；雨养地区的豆科作物及弱酸或

弱碱土壤的多年生牧草减产幅度较小，禾谷类作物

及蔬菜产量降低幅度大。有机农业生产条件下仅采

用种植绿肥、轮作等方式，难以维持土壤养分的平

衡，这是其导致作物产量降低的主要原因[28]。从养分

循环角度看，由于收获农产品从系统中携出了大量

的养分，投入外源养分是增加系统生产力的有效手

段。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化肥用量比较低，

仅为 8 kg/hm2[34]。施用化肥，增加外源养分的投入，

是这一类地区增产的有效手段。

倡导有机农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一生产方

式的可持续性及其对生态环境的良好效应。但关于

有机农业对生态环境等的影响，答案远比想象的要

复杂得多[35]。如生物多样性方面，有机农业无疑具有

明显的优势；但在养分径流损失以及向大气排放温

室效应气体等方面，很难说出有机农业与常规农业

二者的差异。“有机农业是否是未来农业的方向”[36]，

若按纯有机农业的定义看，可能不是如此。因为就

全球情况看，预计到 2050 年，全球对食物的需要量

将翻番，因此，对化肥的需要量还会增加[37]。在贫困

人口众多的非洲地区，化肥施用量还很低，农业生

产还在消耗土壤养分，增施化肥是解决这些国家及

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的主要手段。但有机农业的一些

理念，如资源循环利用、环境保护等正在被人们接

受。将有机农业与常规农业相结合的有机–无机复合

农业 (Integrated agriculture) 被认为是未来世界农业发

展的方向[28]。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保证充足农产品

的供应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虽然我国农业

过量施用化肥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可持续发

展面临重大挑战，近几年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要摆脱

对化肥、农药的过度依赖的呼声不断高涨，但我们

应该清醒地看到，不施用化肥，仅靠施用有机肥、

种植豆科作物等传统的方法难以满足作物对养分的

需求，因此，我们应特别审慎地对待有机农业问

题。将有机农业与常规农业二者有机地结合，协调

土壤有机、无机养分平衡，以较小的环境代价生产

更多的农产品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我国近来的

一些研究表明，采用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技术，

可以在大幅度增产的同时，大幅提高氮肥效率，减

少活性氮损失 30%、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1%[38–39]。

4    养分资源高效利用的途径

世界人口还在不断增加，预计到 2050 年将超过

90 亿，对农产品的需要量将是 2005 年的 2 倍[37]。同

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产品的人均需要

量也会增加。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产品的供

应仍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

的巨大挑战。由于全球可利用的耕地资源有限，所

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是增加粮食总产的重要手段，

化肥的施用无疑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我

们应该正视化肥过量及不合理施用带来的问题。

我国农业生产中过量施肥问题较为普遍，尤其

以果树、蔬菜等经济作物更为突出。虽然对我国农

业生产中如何控制或减少化肥用量的认识尚存在差

异[40]，但我国肥料施用量高，养分利用率普遍偏低是

一个共识。为此，我国提出了到 2020 年“化肥零增

长”的目标，对控制农业生产中化肥过量施用问题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十三五”期间科技部正在实

施的“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重

点研发计划，将对改变我国目前农业生产中过量施

肥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持。但同时应看到，我国幅员

辽阔，解决不合理施肥带来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采取

“减肥”的措施，应通过多种措施，除挖掘作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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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吸收利用潜力、采用“4R”技术、继续开展测

土配方施肥等技术研究与推广外，笔者认为尚需注

意以下问题。

4.1    不能将作物营养仅仅看作是氮、磷、钾等矿

质养分的供应，应考虑矿质养分与有机碳间的平衡协调

植物矿质营养理论提出后，长期以来，以化学

为主导的思想在植物营养研究与应用中占有重要的

主导地位[41]；植物营养学科相当一段时间被称为“农

业化学”。以化学为主导思想导致生产实践中不少

人将作物养分供应问题仅仅看作是氮、磷、钾等矿

质养分的供应问题。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导致农

田生态系统碳、氮、磷等养分的时空平衡失调，损

失量增加[42]。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有机与无机配合不仅提

高了作物产量，还培肥了地力，其理论基础已有不

少论述[2, 9]。长期定位试验结果表明，有机肥与化肥

配施处理，氮肥用量减少了 70%，获得了与仅施化

肥处理相近的产量，但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改

善了土壤肥力[43]。我们的研究表明，与施用相同量的

氮肥相比，长期有机肥与化肥配施处理氮肥利用率

高、损失量低，这不仅与有机肥配施化肥处理改善

了土壤理化性质有关；也与氮肥与有机肥或有机物

料配合，增加土壤微生物对养分的固持有关；还与

作物生长后期微生物固持养分的释放和协调氮素供

应有关[44]。从宏观尺度对全球不同国家氮素利用效率

的分析发现，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固氮比例高的国家

或地区，其氮素利用效率也高[45]。因此，应该改变施

肥实践中仅考虑氮、磷及钾化肥养分的供应问题，

同时重视农田生态系统碳、氮、磷、钾等元素间的

时空平衡。

20 世纪中期后欧美发达国家植物营养的研究重

点转向无机营养及化肥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有机物质的营养作用[13]。不论土壤还是有机肥，均

含有一定的有机态养分或生理活性或刺激类物质，

其对作物生长也具有一定的营养及调控作用。以有

机态养分为例，早在 1881 年英国洛桑实验站的测定

就发现，土壤及其渗漏液、雨水中含有一定数量的

有机态氮[46]；但对其营养作用的研究由于受研究手段

限制证据有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同位素技术

的应用，为植物吸收有机养分提供了直接的证据[13]。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有机养分的调控及营养作用。

4.2    重视土壤、微生物、作物间的关系在协调作

物生长及养分供应中的作用

施用的化肥养分被作物吸收利用取决于其与作

物、土壤、微生物及其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以氮素为例，化肥氮被作物吸收与土壤有效氮的供

应有密切关系，土壤有效氮含量高，作物吸收肥料

氮比例相对就低。土壤微生物是有机质转化与养分

元素循环的引擎，土壤中各种来源和形态的有机质

最终都必须经过微生物的分解矿化过程才能重新参

与土壤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化学氮肥施入土壤后会

发生作物根系与微生物竞争氮素现象，短期内微生

物获胜，导致氮素固定；而微生物生命周期短，其

死亡后分解释放氮素，可为植物利用，所以植物是

最终的胜利者[47]。因此，微生物对养分的固持与释放

在植物养分供应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48]。过量和不合

理施肥，会影响土壤微生物区系，进而抑制菌根侵

染及固氮菌等有益微生物的活性，导致作物病害加

剧[13]，影响作物养分吸收与利用。

可以采用不同方法调控、培育土壤微生物区

系，包括直接接种有益微生物、使用杀菌剂、作物

轮作、耕作等方法有针对性地干扰土壤原著微生物

的生长，以有利于接种微生物的生长 [49]。施用有机

肥、秸秆还田以及作物根系分泌物，可以为土壤微

生物提供有效的碳源，是调控土壤微生物区系的有

效手段。以根系分泌物为例，有人粗略估计，一年

生植物生长期间通过根系分泌物或脱落物进入土壤

有机物的数量约为其成熟时根系有机物量的两倍

多[50]。采用14C 标记试验研究发现，根系分泌物的数

量可占其净固碳量的 5%～19%[51]，这些根系分泌物

或脱落物在调节土壤生物活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分子生物学和组学

技术的发展，为揭示农田生态系统土壤、作物、肥料

及微生物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手段，使得土壤微生

物的研究由“黑箱”变成“灰箱”，甚至“白箱”[52–53]。

在微生物调控方面，近年来围绕调控根际微生物促

进植物生长和保持植物健康，增强有益菌根际定

殖、调控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培育高生物肥力及

抑病型土壤微生物区系等基础科学问题方面开展了

一些研究 [52]。国外提出了根际工程法 (rhizosphere
engineering)，通过育种的方法，调控根系分泌物特

性，进而调控根际有益微生物种群的构建，改善植

物生长环境[49]。近年来，以南京农业大学沈其荣教授

为首的团队结合我国特有的集约化管理模式，开展

了构建和调控高生物肥力及抑病型根际土壤微生物

区系工作，利用外源有益微生物与有机肥通过二次

固体发酵制成的生物有机肥，在调控根际微生物区

系、促进植物生长和健康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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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54]，展示了这一领域巨大的潜力。

4.3    最大限度地实现养分资源的循环利用

与农药等化学品不同，化肥养分和有机肥养分

均可以循环利用。我国传统农业属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养分资源的循

环利用，保证了我国农业几千年来的持续发展[55]。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产品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使

得从农田带出的养分难以还田。特别是现代农业生

产方式下，种植业与养殖业分离问题突出，有机肥

养分难以实现就地还田。

有机肥特别是畜禽粪便是重要的养分资源，全

球畜禽粪便的全氮量与化肥氮的总用量相当[56]，但由

于养分损失及还田比例低，实际施用到农田的数量

仅为化肥氮的 30%[45]。我国畜禽养殖每年产生粪污

38 亿吨，折合氮 1423 万吨、磷 246 万吨，而目前综

合利用率不足 60%，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成为重

要的污染源[57–58]。养殖业粪污的处理与利用已成为限

制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国务院办公厅新

近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的意见》，以推动我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破解畜禽养殖废弃物环境污染治理难题。除合

理利用畜禽粪便外，也应同时重视秸秆及其他工农

业有机废弃物养分的利用。

植物营养学通常关注的是肥料养分在田块尺度

的吸收利用及损失，对养分离开田块后的去向及利

用关注不够。实际上离开一个田块的养分，可以进

入另一田块而被其他作物吸收利用[59–60]。因此，养分

资源管理应以养分流向及循环利用理论为指导，从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角度看待养分的流向，实现从

田块向流域尺度的拓展，最大限度地实现养分在农

业生态系统的循环利用。

4.4    综合利用技术、经济与政策等措施进行养分

管理

施肥实践是一项人类生产活动，不仅受研究及

技术推广的影响，也与经济、社会等因素有关。仅

采用其中的一项措施，难以有效引导生产者科学合

理地利用养分。西方发达国家解决化肥施用带来的

负面影响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地区工业化进程早，

化肥施用历史长，农业的集约化程度高，养分过量

投入带来的生态环境也较早出现。为此，1971 年西

欧施肥量最高的荷兰率先制定了控制过量施肥、保

护土壤环境的法案[24]。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荷兰

氮肥用量不断降低，目前已降至六十年代的水平，

但作物产量却翻了一番，氮肥利用率显著增加[45]。丹

麦是西欧地区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农业生产中由

于过量施用氮肥导致的污染问题相当严重。而在过

去的 30 年间，由于采用多种措施控制农田氮素投入

量，氮素盈余量显著降低，而农、畜产品产量不断

增加，氮素利用效率 (农业 + 畜牧业) 增加了近一

半，氮素淋溶损失、氨挥发、氮素沉降及氧化亚氮

排放显著降低，其中的一个有效措施是采用有机肥

代替化肥，并且设定氮素投入的上限等[61]。欧盟提出

的控制养分过量投入污染水体等的政策与法规包括

1991 实施的“硝酸盐指令” (nitrates directive)、
2000 年实施的“水框架指令”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及 2008 年实施的“海洋战略框架指令”

(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62–63]，规定了向水

体排放有关养分的限度及肥料施用的时期等，对超

标排放的生产者采取经济处罚。由于采取了这些综

合措施，使得欧盟国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化

肥用量逐渐降低[19, 63]。有机肥施用面积不断增加，目

前，欧盟施用有机肥的面积占农田面积的 55%；欧

美国家有机肥氮循环利用到农田的比例在 75%～

90%之间[63]。

我国当前农业生产中果树、蔬菜等经济作物过

量施肥问题较为普遍，种养分离导致的农业面源污

染问题突出。虽然我国国情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

定的差异，但其采取的综合利用技术、经济与政策

等措施控制养分过量投入，促进养分循环利用的做

法值得我们借鉴。

5    结语

上个世纪初美国的农学家 King 曾感叹我国及日

本和朝鲜三个东亚国家几千年来的农业生产中施用

有机肥，在养活了大量人口的同时还培肥了地力的

奇迹。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大量

施用化肥，种养分离导致畜禽粪肥难以农业利用，

带来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我们需要反思大量施用

化肥带来的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与

办法。无疑，过量及不合理施用化肥是出现问题的

根源。除采取已有技术及措施外，应改变将植物营

养内容仅看作是氮、磷、钾等无机养分的供应，重

视碳、氮、磷及钾等不同元素间的时空平衡关系；

实践中应避免陷入有机与无机营养的争论，以农业

生态系统养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采取不同

方式实现有机–无机营养的结合。从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角度看待养分利用与管理问题，关注养分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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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流域及区域尺度的流向及对土壤、水体、大气

的影响。将技术与政策、法规等有效结合，提高养

分利用效率，减少养分损失，保障我国农业的健康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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